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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内容提要 :对于人口转变的阶段性变化从而人口发展动态缺乏一致性认识 ,以及对于

人口红利在二元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不同看法 ,常常导致学者们在经济发展阶段判断上

的分歧。本文从理论上尝试揭示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 ,即两个过程具有

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阶段特征、甚至重合的变化过程 ;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

验材料 ,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本文还指出 ,保持稳

定的经济增长 ,尽早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是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关键和唯一途径。

为此 ,本文就挖掘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潜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条件 ,以及依靠转变发

展方式获得新的经济增长源泉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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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不拟讨论由对刘易斯转折点涵义的理解不同而产生的观点分歧。根据刘易斯本人及稍后研究 (参见 Lewis , 1972 ;

Ranis and Fei , 1961) ,笔者把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超过供给增长速度 ,工资开始提高的情形称作刘易斯转折点 ,此时农业劳动力的

工资尚未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 ,农业与现代部门的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仍然存在差异 ;而把农业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都

已经由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 ,两部门劳动的边际生产力相等的情形 ,称作商业化点 ,这时才意味着二元经济的终结。

一、引　言

在理论界和政策研究领域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是否正在丧失人口红利的支撑 ,以及中国经济发

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转折点的判断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讨论仍然方兴未艾。笔者在一篇

合作的文章中 (Cai and Wang , 2005) ,以人口抚养比为代理指标 ,估算了人口红利对 1982—2000年

期间人均 GDP增长率的贡献为 2618 % ,同时指出 ,随着大约在 2013 年人口抚养比由下降转为提

高 ,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在其他的文献中 (如蔡　 ,2008 ;Cai , 2008) ,笔者从人口年龄

结构变化趋势、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普遍出现的民工荒现象 ,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等方

面的新形势 ,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 ,并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收入分配格局变化、劳动力

市场制度建设、人力资本培养等方面揭示了转折点到来所具有的政策涵义。

对于上述判断 ,许多学者和政策研究者持赞同的态度 ,也出现了很多批评意见。在最初的文章

和答复性文献中 (蔡　 ,2008) ,笔者尝试提供更多的经验证据 ,从不同角度印证所得出的判断。但

是 ,对于经济现实中的表现 ,人们从不同的角度 ,常常得出大相径庭的观察 ,对相同的现象 ,也往往

会做出不尽相同的解说 ,得出相异的结论 ,见仁见智。一个挥之不去的传统观念是 :中国人口基数

大 ,劳动力数量多 ,农村剩余劳动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因此 ,任何学术观点或政策建议 ,如果认

为 (即便是在未来)劳动力会出现总量不足的可能性 ,农村剩余劳动力即将转移殆尽 ,以至得出刘易

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 ,都难以获得广泛的认同。①无论是针对笔者的批评意见 ,还是对于中国人口

和劳动力状况的一成不变的认识 ,主要是因为受到统计数字的迷惑 ,而统计数字中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4

蔡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



第一 ,关于农业劳动力使用的数据 ,正规统计制度不能充分反映迅速变化的农业生产现实 ,从

而学者要么对最新的情况懵然无知 ,要么陷入“数字的暴政”( Young , 1992) ,以致计量经济学分析

的数据基础十分的不牢靠。正如有学者指出的 :中国改革发生得太快 ,以致统计改革不能及时跟进

(Ravallion and Chen , 1999) 。例如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年农业劳动力为 311亿人 ,占全国劳

动力的比重至今仍然高达 3916 %。而由于统计口径的因素 ,农业普查的农业就业数字甚至更高。

而事实上 ,农业成本调查资料所显示的农业生产实际投入劳动的数量 ,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 (Cai

and Wang , 2008) 。综合考虑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量态势、农业劳动力转移状况 ,以及农业机械化

的提高程度 ,可以认为农业中实际容纳的劳动力比统计数字所显示的要少得多。因此 ,基于汇总统

计数据得出仍然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 (如 Lau , 2010) ,或者由此进行的计量经济学分析 ,得

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力仍然很低的结论 (Minami and Ma , 2009) ,都会因为高估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

数量 ,而否定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结论。

第二 ,关于劳动力市场和城乡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 ,许多学者无法读懂 ,以致得出偏离实际情

况的相关结论。随着产业结构和经济成分日趋多样化 ,特别是经历了 20世纪 90年代后期的劳动

力市场冲击之后 ,城镇就业渠道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 ,不仅不再是国有部门和集体部门占主导的就

业结构 ,而且出现了规模庞大的非正规就业。与此同时 ,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在本地或外出从事非农

就业 ,总量超过 213亿人 ,其中 115亿人进城务工。在常规统计中 ,城镇居民的非正规就业和农民

工的就业 ,除了通过汇总和分析 ,可以得出大约 1亿人的总量和占城镇总就业约 30 %的比重外 ,通

常没有可供进行分部门分析的数据 (Cai , 2004) 。此外 ,迄今没有公开发布比登记失业率更反映现

实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调查失业率数字 ,这使得许多学者做出没有数据支撑的猜想。因此 ,许多研究

者仅仅依据统计年鉴上的正规就业数据 ,以及任意性比较强的估计 ,来判断劳动力市场状况 ,得出

就业零增长或者失业率仍然很高的结论 (如 Rawski , 2001) ,以致当全国普遍出现民工荒现象时 ,许

多人无法接受其为真实的存在。

第三 ,关于人口总量增长和结构变化的趋势 ,统计年鉴发布的汇总数据很难提供整体的特征性

描述 ,通常也没有及时更新的人口预测。实际上 ,历次人口普查数据都可以提供人口变动的新态

势。但是 ,由于对于诸如总和生育率 (total fertility rate)等重要参数的认识不一致 ,①始终没有定期发

布一个权威的、不断更新的 ,并且得到官方和民间认可的人口预测报告 ,一般读者更是不知道人口

变动的趋势 ,以致许多人还认为中国人口的峰值在 2040年或以后的某一时刻达到 ,届时人口总量

为 16亿 (如刘遵义 ,2010) 。至于说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 ,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劳动年龄人口

的增长已经大幅度减缓 ,因而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基础正在消失 ,以致不愿意相信人口红利的式

微和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可见 ,对于人口转变格局与趋势的认识 ,将有助于人们对劳动力市场状况的正确理解 ,更是旨

在挖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潜力的相关政策的决策基础。本文的以下部分将说明 ,人口转变与二元

经济发展过程有着共同的起点、相关和相似的发展阶段特征 ,以及在相当大程度上重合的过程 ,进

而人口转变所促成的人口红利期 ,是二元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因此 ,论证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证明

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实际上是同一项学术工作。本文其他部分是这样组织的 :第二部分从理论和

国际经验角度论证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过程的逻辑关系 ;第三部分用数字描述中国的人口转

变过程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四部分回答如何缩小“未富先老”缺口的问题 ;第五部分对文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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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 ,总和生育率仅为 1132 ,甚至低于 1151的政策生育率。许多人对此提出怀疑 (于学军 ,

2002)。自此之后 ,关于总和生育率究竟是多少 ,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总体来说 ,政府部门趋向于认为仍然较高 ,学者相信的数字

偏低。即便如此 ,争论的幅度也在 116—118之间 ,远远低于 211的替代水平。



主要结论进行小结 ,并揭示政策涵义。

二、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

以刘易斯 (Lewis , 1954)为代表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广为人知。该理论把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

家区分为农业经济部门和现代经济部门 ,前一部门中存在着相对于资本和土地来说严重过剩的劳

动力 ,因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甚至负数。随着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大 ,在工资水平没有实质性增

长的情况下 ,剩余劳动力逐渐转移到新兴部门就业 ,这形成一个二元经济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一直

持续到某个时刻 ,这时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超过劳动力供给的增长 ,继续吸引劳动力转移导致工资水

平的提高 ,迎来刘易斯转折点。虽然在学说史上几经沉浮 (Ranis , 2004) ,二元经济理论一直是发展

经济学中最具有核心地位的理论模型。

但是 ,甚至在刘易斯最初的文章发表之前 ,人口转变理论 (demographic transition theory)的成熟形

式已经公开发表。①对应工业化前后发展时期 ,该理论把人口再生产类型区分为三个主要阶段 ,分

别为 (1)“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阶段 , (2)“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阶段 ,以及 (3)“低出生、低死

亡、低增长”阶段。虽然我们无法断定刘易斯是否注意到人口学在这方面的重要文献 ,但是 ,刘易斯

本人在其文章中不乏类似的人口学假定。在定义二元经济结构中的重要部门农业时 ,他解释说“相

对于资本和自然资源来说人口如此众多 ,以致⋯⋯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很小或等于零”,因而“劳动力

的无限供给是存在的”。这里所隐含的就是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 ,即外生的人口死亡率下降和高

出生率的惯性 ,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处在很高的水平上。又由于农业是更初级的生产部门 ,所以过

剩的人口和劳动力被积淀在这个部门。

理解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之间逻辑关系的关键 ,是理解人口红利的产生和获得的机

制。在较早的人口学和经济学文献中 ,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主要着眼于人口总量或人

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而关于人口转变的讨论 ,也仅仅停留在生育率、出生率、死亡率

和人口总量的层面上。因此 ,在这些讨论中 ,人们忽略了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之间的关系 ,以及人

口转变最重要的一个结果是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给特征的变化。随着大多数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

工业化国家及地区相继完成了人口转变 ,人口学家开始观察到这个转变所导致的人口老龄化的后

果。进而 ,经济学家又观察到伴随着人口转变而发生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 ,及其对经济增长源泉

的影响 (Williamson , 1997) 。在死亡率下降与出生率下降之间的时滞期间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处于

上升阶段 ,需要抚养的少儿人口比重相应提高。再经过一个时间差 ,当婴儿潮一代逐渐长大成人 ,

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依次上升。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生育率下降 ,人口增长率趋于降低 ,随后人口

开始逐渐老龄化。换句话说 ,当人口自然增长率先上升随后下降形成一个倒 U字形曲线的变化轨

迹之后 ,以大约一代人的时差 ,劳动年龄人口也呈现类似的变化轨迹。

当人口年龄结构处在最富有生产性的阶段时 ,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高储蓄率为经济增长提供

了一个额外的源泉 ,这被称作人口红利。相应地 ,一旦人口转变超过这个阶段 ,人口年龄结构因老

龄化而在总体上不再富有生产性时 ,通常意义上的人口红利便相应丧失。由于人口转变阶段的变

化可以最综合地用总和生育率来反映 ,我们可以从理论上预期这样一个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

系 (图 1) :当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时 ,经济增长率也相应处在很低的 (假设没有人口转变和技

术进步)稳态水平上 ;随着生育率下降 ,并由于随之逐渐形成了富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 ,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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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hompson(1929)最早区分了人口转变的三个阶段 ;随后有人又划分了人口转变的五个阶段。但是 ,由于他们都没有做出

关于生育率下降的标准理论解释 ,所以 ,人口转变理论之父的称号授予了 Notestein (1945)。关于这个领域的学说史的简述 ,请参见

Caldwell (1976)。



长率加快 ,从而获得人口红利 ;而当生育率继续下降到更低的水平时 ,由于老龄化程度提高 ,经济增

长率逐渐回落到较低的 (不再有我们认识到的人口转变 ,但是技术进步处在创新前沿)稳态水平上。

相应地 ,生育率下降从而形成具有生产性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定人口转变阶段 ,如图 1中虚线所标

示的 ,即所谓的“人口机会窗口”。

图 1　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关系示意　

需要指出的是 ,影响经济增长表现的因素众

多 ,绝非仅仅人口因素。例如 ,在捍卫新古典增长

理论的实证研究中 ,经济学家先后找出上百个具

有统计显著性的解释变量 ,尝试揭示经济增长之

谜 (Sala2i2Martin , 1997) 。对于低收入国家处于“贫

困陷阱”中的极为低下的稳态增长 ,以及高收入国

家处在技术创新前沿上的低稳态增长水平 ,尤其

需要避免以人口因素来进行解释。同时 ,这里我

们也暂且撇开经济增长对人口转变的反作用 ,①而

仅仅关注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在做

出以上假设的条件下 ,从人口红利的理论出发 ,不

仅可以做出上述关于两者关系的假设 ,而且可以

从经验上得到检验。

利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 ,我们可以对 1960年以来各国 GDP年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进行一些描述

性的统计刻画。在该数据库中 ,GDP年增长率介于 - 51 %—106 %之间。为了避免解释那些极端值

的复杂性 ,在此处的分析中 ,我们只观察 GDP增长率介于 0 %—10 %的更反映常态趋势的观察值。

根据我们所做的理论预期 ,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 ,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 ,而是呈现较为复

杂的非线性关系 ,表现为随着生育率下降经济增长率先上升随后降低。因此 ,我们根据理论上得出

的 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以及总和生育率平方项的关系 ,在图 2中画出了 GDP增长率的拟合

值 ,并给出 95 %的置信区间。

图 2　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经验关系

　　　资料来源 :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数据绘制。

图 2 直观地告诉我们 ,总和生育率与 GDP

增长率之间 ,呈现一种倒 U字形的关系。那些

总和生育率处于很高水平的国家 , GDP增长率

较低 ;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下降 , GDP 增长率上

升 ;而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 , GDP增长

率达到最高值 ,相应也达到了一个从上升到下

降的转折点 ;随着总和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 ,那

些总和生育率较低的国家 , GDP增长率也较低。

这个简单的经验曲线 ,与前面的理论预期完全

一致。

为了进一步分析 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

之间的这种非线性关系 ,利用前述数据库 ,我们用 GDP增长率做因变量 ,用总和生育率和总和生育

率的平方项做自变量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列于表 1。从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 ,总和生育率的系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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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都阳 (2004)发现 ,计划生育政策、人均 GDP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中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有明显作用 ,同时他也区分了

三个变量的不同影响。



　　　 　表 1 GDP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回归结果

系数 标准误 t值 P > | t|

总和生育率 　016852 011133 6105 01000

总和生育率平方项 - 010736 010137 - 5138 01000

常数项 312359 011909 16195 01000

观察值 3380

著为正 ,而总和生育率平方项的系数显著

为负 ,这进一步展示了 GDP增长率随总和

生育率下降先提高后降低的倒 U 字形经

验关系。不过 ,这个统计分析并不尝试去

解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而仅仅关注生

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表面联系。一旦

我们从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上都确认了这

种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 ,就可以更一般地认识人口学所认识到的人口转变过程 ,与人口

经济学所确立的人口红利获得过程 ,进而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刘易斯转折点之间的关系。在

此基础上 ,我们可以从中国的人口转变结果出发 ,分析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红利的产生与预期

的消失 ,进而判断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人口转变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剔除 20

世纪 50年代末 60年代初的非正常波动后 ,主要表现为在死亡率大幅度降低的同时 ,出生率继续保

持在高水平上 ,因而人口自然增长率过快。相应地 ,一直到 20世纪 70年代之前 ,总和生育率通常

处在 6的高水平上。然而 ,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 ,生育率下降只是计划生育政策的结果。其

实 ,总和生育率大幅度降低发生在 1970—1980年期间 ,即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 ,从 518下

降到 213 ,共下降了 315个百分点。而假设目前总和生育率为 116—118的话 ,1980年以后总共才下

降了 015—017个百分点。这个事实验证了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关于人口转变规律所取得的学术

共识 :三个主要的人口转变阶段的依次更替 ,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上 ,随着从第

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的转变 ,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快于依赖型人口 ,其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

渐提高 ,这形成可以把经济增长率提升到稳态水平之上的人口红利。

虽然中国的人口抚养比 ,即依赖型人口 (14岁以下人口与 65岁以上人口之和)与劳动年龄人

口 (15—64岁人口)之比 ,早在 20世纪 60年代中期就开始下降 ,但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迅速增长并且

比重大幅度提高 ,从而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 ,主要开始于 20世纪 70年代中期 (图 3) 。这个有利的

人口年龄结构在改革开放年代转化为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红利。中国经济获得人口红利的原

理解说、过程描述和经验检验 ,笔者在一系列论文和著作中已经有详细的交待 (如蔡　 ,2008 ; Cai

and Wang , 2005) 。在这些文献中 ,笔者也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 ,并给予实证检验和证

明。在本文中 ,把人口转变、人口红利和刘易斯转折点三个概念和过程集中讨论 ,目的在于说明三

者之间的逻辑联系 ,并依照这种逻辑关系 ,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诸多挑战做出一致性的阐

释。

图 3中联合国对中国分年龄的人口预测 ,是根据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2005年 1 %人口抽样

调查以及随后的调查信息 ,参考官方关于总和生育率等重要参数的估计 ,按照中位方案于 2008年

做出的最新修正结果。这与中国不同单位所做的预测大体上是一致的。根据这个预测 ,人口总规

模预计在 2030年达到峰值 ,届时中国人口为 14162亿 ,而在此之前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于 2015

年达到峰值 ,总量为 9198亿。显而易见 ,虽然这两个人口峰值的预测结果 ,是可以从公共信息平台

上随时获得的 ,但是 ,其不仅不为广大普通读者所知 ,而且相当多的经济学家也并不了然。然而 ,了

解这个变化趋势 ,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前景的学者 ,特别是其中那些经常发表意见并对受众产生

巨大影响的学者 ,显然是必需的。

进一步考察上述人口预测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在 1970—2010年期间 ,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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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少儿人口、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2009)。

高于总人口的增长率 ,而此后则呈现相反的趋

势 ,这意味着人口年龄结构不再朝着具有生产

性的方向变化。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 ,由于

城市是非农产业发展的集中区域 ,中国高速经

济增长所吸纳的就业 ,主要发生在城市部门 ,而

城市劳动力的供给已经越来越依赖于农村劳动

力转移。根据另一项预测 (胡英 ,2009) ,到 2015

年 ,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新增数量小于农村劳

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数量。这意味着 ,在假设吸

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激励力度等其他因素不变

的情况下 ,进城农民工的数量不足以填补城市劳动力减少产生的缺口。由于在到达这个时点之前 ,

按照常住人口的口径 ,即考虑到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因素的情况下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

量 ,已经逐年接近城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增加量 (两者相等的那个点就是中国作为一个整体 ,劳动年

龄人口停止增加的时刻) ,劳动力市场已经在逐步对此做出反应 ,一方面表现为全国范围不断出现

民工荒现象 ,另一方面表现为农民工工资逐年上涨。而按照定义 ,这就是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特征

性表现。

四、如何缩小“未富先老”缺口 ?

世界范围的经验表明 ,人口转变的主要推动力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 ,而生育政策仅仅起到外

加的且相对次要的助动作用。例如 ,韩国、新加坡、泰国和中国台湾都没有实行过强制性的计划生

育政策 ,但是 ,这些国家或地区与中国大陆一样 ,生育率从上个世纪 50年代大致相同的高起点上 ,

都在 90年代以后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而印度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较差 ,人口转变过程相对

滞后 ,但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轨迹 (林毅夫 ,2006) 。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起始于 20 世纪 80 年

代 ,在改革开放期间经历了 30年的增长奇迹 ,但其起步仍然晚于亚洲四小龙 ,因此 ,在人均收入水

平尚低的情况下进入到人口转变的新阶段 ,形成“未富先老”的特点。2000年中国 65岁及以上人口

的比重为 618 % ,与世界老龄化平均水平相同 ;而 2001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 ( GNI) ,按照官方汇

率计算 ,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1713 %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5613 %。虽然中国

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啻一个适度的加速因素 ,但是 ,归根结底 ,人口转变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结

果 ,“未富先老”产生的缺口 (即人口老龄化向发达国家趋同的速度 ,超过人均收入趋同的速度) ,也

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造成的。

尽管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和养老保障制度的挑战 ,各国在应对老龄化问

题上也存在差异 ,但是 ,总体上来说 ,这些国家由于人均收入已经处在较高的水平上 ,技术创新也处

于前沿水平上 ,因此 ,主要依靠生产率提高驱动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可持续的 ,迄今也足以应对老龄

化危机。相应地 ,中国应对劳动年龄人口减少、老龄化水平提高的人口转变后果 ,关键在于保持高

速增长势头。换句话说 ,由于人口转变过程是不可逆转的 ,即便在生育政策调整的情形下 ,老龄化

趋势仍将继续 ,已经形成的“未富先老”缺口 ,应该主要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 ,并最终得

到消除。

随着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排位的不断跃升 ,并预计在 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

体 ,由于人口增长率处于低水平 ,人均 GDP的提高也将日益加速。日本经济研究中心 (JCER , 2007)

对中国经济规模和人均收入做了长期预测。根据这个预测 ,按照购买力平价和 2000年不变美元计

算 ,2020年中国 GDP总量为 1713万亿美元 ,2030年为 2512万亿美元 ,2040年将达到 3014万亿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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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这三个年份相应的人均 GDP预测值则分别是 112万美元、118万美元和 212万美元。美国经

济学家 Fogel (2007)则更为乐观 ,预测 2040年中国 GDP总量高达 12317万亿美元 ,在人口达到 1416

亿的情况下 ,届时中国人均 GDP高达 815万美元。值得指出的是 ,这两种预测采用的方法不尽相

同 ,使用的数据来源差异也很大 ,特别是用购买力平价的计算 ,与中国官方和学者的口径也不相符。

其实 ,从两种预测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也可以看到各自的局限性。

但是 ,上述预测反映的一个事实是 ,从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 ,中国将以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

姿态 ,加速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转变。如果中国能够保持与过去 30年相当或即便略微减

速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增长率 ,她将以很快的速度与发达国家的富裕程度趋同。因此 ,这些经

济学家的预测 ,反映的是一种正确的方向和符合规律的前景。因此 ,在人口转变趋势不变的情况

下 ,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老龄化之间的缺口将逐渐缩小。在图 4中 ,我们把 2000年和 2010年的中

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发展中国家进行比较 ,显示出了明显的“未富先老”特征 ,而把 2020年和 2030年

的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 ,则显示出“未富先老”缺口显著缩小。由此可见 ,充分挖

掘当前人口红利的潜力 ,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并逐渐转向利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 ,是在后刘易斯转

折时期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根本出路。

图 4　依靠经济赶超缩小“未富先老”缺口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2009)。 　

五、结语和政策涵义

通过对中国人口转变结果及其经济影响的分析 ,特别是本文尝试进行的经验检验 ,我们可以更

加确信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两个过程之间所具有的内在逻辑联系。因而 ,做出人口红利式微和刘

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 ,都是有充分依据的。对于这样的一些判断所

产生的争论本身 ,在某种程度上提示我们 ,本文所讨论的这个转折点是否到来 ,具有很重要的政策

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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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因为只有通过了这个

转折点 ,传统经济部门与现代经济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力才开始逐步接近 ,以至最终达到消除差

距 ,二元经济结构特征消失的商业化点。因此 ,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 ,总体上并不应该引

起任何担忧。相反 ,由于这个转折点是否到来 ,并不仅仅具有单纯的概念性意义 ,而且涉及对客观

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 ,因此 ,正确地预见到这个转折点的到来 ,并认识到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

机遇和新挑战 ,对于政府经济发展政策、企业决策和劳动者行为来说 ,都将具有极其重要的提示作

用 ,以便继续保持和深入发掘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源泉。具体来说 ,借鉴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 ,在

后刘易斯转折时代 ,关于如何发掘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源泉的探讨 ,应该从近期、中期和长期三

个视角进行。

首先 ,迄今所加以利用的人口红利仍然有其发掘潜力。如果我们把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快、比重

高 ,因而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形成高储蓄率的人口结构优势称作第一次人口红利 ,而把未来伴随着

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可能产生新的储蓄动机和新的人力资本供给称作第二次人口红利 ,那么 ,目前第

一次人口红利尚未发掘殆尽。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产业 ,实现了就业转换 ,是第一次人口红利的主

要表现形式。2009年 ,外出 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 115亿。相应地 ,农民工进城成为居

住 6个月以上的常住人口 ,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 ,2009年含这部分常住流动人口

在内的城市化率达到 46 %。但是 ,由于这些被统计在城市人口中的常住农民工没有获得城市户籍

或市民身份 ,他们作为稳定的劳动力供给、新增消费需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社会保障制度贡

献者的作用 ,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2007年 ,中国城市化率为 45 % ,而具有非农业户籍的人口的比

重只有 33 % ,这意味着现行常住人口意义上的城市化率 ,与市民意义上的城市化率之间 ,尚存在 12

个百分点的差距。可见 ,通过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均等公共服务 ,从城市化领域可以继续开发第一

次人口红利的另一半 (蔡　 ,2010) 。

其次 ,第二次人口红利有着巨大的开发潜力。一个逐渐老龄化的人口结构 ,只要具备必要的制

度条件 ,同样可以具有人口的优势 ,即提供第二次人口红利 (蔡　 ,2009) 。人口老龄化的一个重要

原因 ,是人口预期寿命提高即人们活得更加长寿 ,这个因素是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的重要基础 ,即

延长了的健康余寿可以成为人口红利的新源泉。这种类型的人口红利包括三个主要来源。第一是

来自养老保障需求和制度供给。如果建立起一个具有积累功能 ,而不是主要依靠家庭养老功能或

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障制度 ,可以利用劳动者的养老期望从而储蓄动机 ,以及资本市场的增值来保持

高储蓄率。第二是来自教育资源的扩大。随着少年儿童人口规模缩小和比重降低 ,劳动年龄人口

供养在学人口的能力相对提高 ,这意味着通过扩大教育和培训大幅度提高人力资本水平的机遇。

第三是来自劳动参与率的扩大。延缓退休是扩大劳动力供给、缓解养老负担的重要途径。在中国 ,

延长退休年龄的主要障碍在于 ,接近退休年龄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比较低 ,在改变这种现状之

前 ,延长退休年龄会使他们陷入脆弱境地。因此 ,开发这种人口红利的关键 ,是在继续扩大教育特

别是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以及加强对就业者培训的基础上 ,根据条件的成熟程度逐步

延长退休年龄 ,以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足性。

第三 ,长期来看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可以提供全新的经济增长源泉。主要以西方国家为素材发

展起来的新古典增长理论 ,由于假设劳动力是稀缺的生产要素 ,因此资本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 ,从

而认为 ,保持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出路是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份额 (Solow , 1956) 。从这

个基本假设出发 ,许多经济学家曾经质疑过东亚奇迹及其可持续性 (如 Young ,1992 ; Krugman ,

1994) 。实际上 ,正是由于东亚经济曾经有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 ,又通过恰当的经济政策开发

出人口红利 ,在很长时期里避免了资本报酬递减的困扰。而随着一些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阶段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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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转折点 , ①与此同时 ,人口转变进入新阶段使得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

利 ,这些经济体实现了从主要依靠资本和劳动的投入到主要依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的经济增长

方式的转变。这个经验提示我们 ,随着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的跨越 ,通过增长方式的

转变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源泉终将转变到依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既然我们做出了关于中国

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 ,这个增长方式的转变就应该由此加快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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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sagreements on changed stages of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the role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in dual economy

development often lead to divarication among scholars about China’s development stages. This paper tries to reveal the nexus

between demographic transition and dual economy development : the common starting points , close related processes , and iden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tag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of population dynamics , the paper proves the judgment of diminishing

demographic dividend and incoming Lewis turning point in China. It also argues that the further economic growth and thus faster

entrance of high2income cavalcade is the key and only avenue to close the“aging before affluence”gap. Accordingly ,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proposing measures of exploiting potentials of first demographic dividend , creating conditions for second

demographic dividend , and tapping new sources of economic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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